
回忆我的父亲杨殷

□杨爱兰口述

父亲与家人

我们家在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，和孙中山先生是同乡，两者相距不足 100 米。杨

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：曾祖父杨启文是翠亨富商，早年在美国、港澳地区经商，发达后荣归

故里，在村中置办田产、修桥筑路，使得贫困的翠亨村兴旺起来；祖父杨汉川是长子，自幼

饱读经书，后考取了秀才，被朝廷敕授修职佐郎，孙中山先生也曾向其拜师学习。

祖父中年尚无子嗣，后续娶一妾，正室才生了父亲。二妈生下一弟熙乐，还有一个妹妹。

杨殷是一个孝子。生母死时，他回乡奔丧，从村口一直跪叩到灵堂，这是今人所无的。

祖父有一个妹妹在石岐南门出家当尼姑。杨殷在县中读书时，常到他姑姑的庵堂吃斋。

姑姑还给他讲了许多洪秀全等的革命故事，使他从小接受反清教育。杨殷的叔父杨鹤龄，与

孙中山先生是挚友，是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。他与孙中山青少年时毁神像、拆庙宇、闹革

命的事迹，对父亲起了模范指导的作用。父亲于 1914 年在上海行刺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

使郑汝成便是一个实例。

母亲李庆梅是香山麻湾(今珠海斗门)人，也是生长在当地的名门望族。她的几个哥哥都

是留学归来的，如五舅父李庆楷，是北京大学教授;七舅父李庆坤，是北京的盐务稽核处处

长;八舅李庆余是铁道部工程师。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，她和父亲正是门当户对。但母亲受

封建毒害甚深，在 27—28 岁时，请相士为她看相。相士说她命薄，过不了 30 岁。自此，母

亲就背上这个包袱，郁郁寡欢，患了肺病。父亲对母亲十分要好，常用哲学思想来为她劝解。

但母亲始终放不下这个心病，受尽了折磨，终于在 1922 年春四弟刚满月就去世了，成了封

建迷信的牺牲品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留在父亲身边，与二弟杨民皓在宿校读书，星期天回家或到二叔处，有

时由大叔公陈李济药厂少东陈少泉接去过假日，三妹由杨鹤龄抚养。父亲牺牲后，二弟由舅

父供书教学。四弟则由继母潘佩贞带回翠亨村。

继母潘佩贞是陈李济药厂陈少泉二房的养女。自小供书教学，1928 年年初，由陈少泉

作主许配给父亲做继室，她自小对父亲的感情很深。她和父亲实际上在香港只过了 2 个月的

夫妻生活。父亲牺牲后，她回到翠亨村住，长年照顾我那瘫痪了的四弟。四弟于 17 岁时病

逝。

一人革命，大众扶持

翠亨杨氏是一个能接受先进思想的家族。从孙中山年代起，杨氏家族便主动支持革命。

父亲参加革命后，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。后来父亲参加中国共产党后，所有的亲朋戚友都一

如既往，扶持杨殷的革命工作。继父亲牺牲后，杨东伯父的儿子杨日韶、日暲兄弟，杨万胜

伯父的儿子杨维学，还有我的堂弟杨少白等均在全国抗日战争中牺牲。因为翠亨杨氏与孙中

山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彼此就像一家人，叔父杨鹤龄家的后门与孙中山家相通，孙中山几次回

翠亨，都通知大家来欢聚、照相。事实上，翠亨杨氏深受孙中山的影响，孙中山的革命训言

也成了杨氏家族的家训，并且受在美国族人的影响，思想上容易接受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

革命道理，所以众多的杨氏族人为革命前仆后继。

父亲的口才很好，虽然说话有浓厚乡音，但讲话大众化，通俗易懂，有很高的艺术性，

对高层人物和低层人物都不同，有人说他有政治宣传的魅力。

父亲参党后，安排堂弟杨标、杨文英、文竹和陆皓东的侄儿晋垣到粤汉铁路工作。他们

4 人在杨章甫、潘兆銮等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工会。文竹是杨殷的文书。文英是情报特工人

员，有一次他干了一件很出色的工作，立了功。杨殷代表组织奖给他一个刻有“CP”字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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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牌。他一直佩戴到 80 多岁，死后作了传家宝。

父亲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时，安排了堂兄杨伯鸣当提犯委员。杨伯鸣是杨鹤龄叔公的亲

侄儿，常为父亲提供市公安局方面的情报。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，国民党反动派与港英政府

勾结，把大批政治犯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——引渡回广州杀害。所谓引渡，就是

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工贼、叛徒在香港追踪共产党人士，勾结港英警察，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

革命群众拘捕，然后审讯，判递解出境，出境就是将“犯人”押上到广州或上海各地的船上，

船到目的地，由提犯委员、工贼会同反动军警在码头口把政治犯逮捕，押回市公安局判处死

刑。若港英政府认为是重犯，便直接在狱中移交给提犯委员。堂兄杨伯鸣是提犯委员之一，

只要他获得提犯的消息，便立即向父亲报告情况，如果父亲在香港，他就坐早船于下午抵达

香港，通知父亲及时组织营救。营救办法一般是在半途截走。有些重犯，父亲在聘请英籍大

律师辩护后，通过华人爵士，借到英海军甚至港督游艇，待犯人被押上往广州的轮船，船至

珠江时，在海员配合下，营救犯人送到澳门。营救成功后，港督还在梦中呢！

伯公杨瑞芝和帝崔哥，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“播宝”和“恰德安”两轮上当买办和管事，

他俩常为杨殷送递文件，接送同志来往省港澳。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，父亲营救了 10 多位

中央和外省来的同志，因为他们都不会讲广州话，通过谭伯(水上人家)划艇送他们到停泊在

白鹅潭上的“播宝”和“恰德安”，在伯公和帝崔哥的掩护下，安全到达香港。

叔公杨锡宗，从美国留学归来，当上了建筑工程师，参与设计中山图书馆北馆，在国内

事业颇有成就，后来还说服了妻子，变卖自己的房子，将款项支给父亲，支持革命。

香港有一间泰安栈(即旅店)，是邻村三门村的陈凤楷、陈凤源等兄弟所开，他俩是我的

表伯。清末，清兵 3 次围村搜捕革命党人，还放火把三门村烧为平地。他们逃到香港开了泰

安，后又在广州和上海设有分栈。这不但是父亲在上海、香港的落脚点，也是大革命前后共

产党的交通联络站，聂荣臻元帅在广州起义期间就曾在东堤的泰安住过，梁国治和李沛群到

上海也是在泰安旅店出入的。

堂兄杨高，他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，是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百万富翁。他在香港希路道

有一座洋房，是父亲的活动据点之一。父亲在那里设有支部，省委的领导人在那里开会。一

次，父亲被工贼追捕，就是在杨高的管家掩护下脱险的。父亲为了革命，曾向杨高借了港币

数万元，用于广州起义筹备和安置起义后来港人员。父亲牺牲后，杨高回到乡下，把我家后

花园的六七条防洪基石搬走，其目的有二：一是怕反动派说他借款支持父亲；二是怕留尾巴，

后代向我们追债，所以他对村人说：“杨殷欠我的债，我搬走他的防洪基石抵债，今后，两

不相欠了”。其实，这几条基石哪能抵得上数万元的债款呢。

借款给父亲支持革命的还有何东的子侄何世光等香港上层人物。他们和父亲是香港英文

书院读书的同学。

姑丈张克清在九龙海关工作。经父亲教育，他利用关检的职权，掩护共产党情报人员偷

运武器过关。父亲的交通员李少棠就是用父亲特制的夹层皮箱，携带文件、短枪和手榴弹，

在张克清的帮助下过关的。父亲牺牲后，张克清悲痛之余，还为我的前途着想，在海关为我

选了贫苦出身、品格兼优的丈夫老崔，可谓对我关怀备至。

李少棠是香港早期党员李义保的二姑姑。她是个受尽封建制度压迫的青年寡妇。父亲不

但从思想上帮助她挣脱封建迷信的禁锢，而且把她从一个普通女工教育成秘密通讯员，还培

养成为一个共产党员。父亲通过她的关系，在她的姐姐办的教会明德女子学校设立信箱。当

年，教会的信箱敌人是不敢检查的。在父亲的统战工作教育下，李家大姐为党设立了信箱，

成了安全通讯站，许多中央和省内党的组织文件直接寄到这里转移到父亲手里。

这里，我还要谈谈父亲与陈李济药厂的关系。杨家和药厂家是世交，陈少泉和我祖父杨

汉川是好朋友，后来，陈少泉把养女潘佩贞下嫁我父，由好友变成姻亲。父亲经常向陈少泉

宣传党的政策，所以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紧要关头，陈少泉能挺身而出，保护党的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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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平民是情报站的负责人，在反革命政变之后住在陈少泉家养病，实际上就是父亲通过统战

工作所取得的实效。同时，作为药厂少东主的陈少泉，对父亲在药厂工人中开展工作采取一

只眼开一只眼闭的不闻不问态度，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扶持革命者。

父女情深

我 9 岁时母亲去世，那年，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年底，他去苏联，回来给我讲了许

多苏联人民解放的故事。以后，他工作很忙，很少在家，但我常以有这样的革命父亲为荣。

父亲对我很严格，但又很慈爱。有一次，我舅舅从北京托人带了一只金华火腿回来。从顺德

调来我家工作的平姐告诉我说，明天有火腿吃，我还特意到厨房问何权叔两次。第二天，我

起床后顾不上洗脸，便问权叔是不是今天午饭吃舅舅送来的火腿。权叔说，昨天晚上很多人

来开会，全吃光了，剩下的骨头煲了粥。我听了有点不高兴。后来，父亲知道了便教育我一

番，此后，我就不再小气了。

我常见来我家开会的同志抽烟，又见父亲写文章时咬着雪茄烟沉思，觉得很好玩。一天

乘父亲不在家我便在客厅取了一支香烟学抽，平姐生我的气说：“你父亲如回来见到你抽烟，

一定不能饶你!”果然，父亲回来，我便把烟收在背后。父亲发现我的异样，便叫我转过身

来。我转身时拿烟的手仍是放在背后的，全被父亲看见了。他又好笑又好气，问我烟好不好

抽。我知道已被父亲看穿，只好拿出来放在烟灰缸里。父亲并没有大声责骂我，而是慈祥地

把我拉到他坐着的皮沙发上，耐心地告诉我吃烟的坏处，还告诉我大人吃烟是不得已的事。

此后，我再也不敢去碰烟了。

有一次，二婶给我做了一件花花绿绿的长衣，我穿上了，觉得很好看。父亲回家看见，

就问我谁给我穿的，我告诉他后，他就说：“以后叫二婶不要做花花绿绿的衣服了，穿着朴

素大方才好”。

广州起义前夕，父亲很想见我和弟弟。陈少泉洞察到他的心事，便嘱药厂工人把我和二

弟从学校接回陈家。但父亲因为准备起义，工作十分繁忙，又怕我们姐弟俩缠住不放，便想

了一个办法，在陈少泉的小阁楼上通过小花窗，从镜子的反影来看着我们姐弟俩吃饭。第二

天，陈少泉的妻子问我们，有没有见到父亲，我说，几个月没有见他了，说着，眼睛都红了。

引得她们哈哈大笑，指着阁楼说：“昨天下午，你爹不是看着你吃饭吗?”我急忙走上阁楼去，

但是，阁楼哪还有父亲的踪影呢?
1928 年暑期，形势更加恶劣，成年人活动十分困难。我也当上了交通员。父亲常叫我

把密写的作业送给他的文书陈志远。我手挽藤制书包，来往于港澳之间，从未引起过敌人的

怀疑，每次都按照父亲的安排完成任务。

同年 5 月，他离开广东去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听他说当时是打

扮成江湖卖药佬跨越国境的。六大后，他回来过一次。我因为几个月没有见他，他告诉我说

去游杭州，带给我一张西湖划艇的小照片，还带回一块浮水的西湖石，这就是他最后给我的

东西了。

建立特工情报站

由于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，人面广，不论是国民党元老、左派和右派，三合会中的绿林

好汉、联义社、致公堂等组织中人，他都认识。党建立初期，组织遇到的麻烦事，都经他及

时解决。

1924 年，父亲便负责党的情报工作了。我记得我时时随父亲去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党部，

有一个欧阳峰伯伯，原是佛山饼业工会主席，父亲把他调来做情报工作，他每天挑着自制的

饼，从西关挑到城里头(即今中山五六路一带)，搜集情报。

伯父杨琛如，住在榨粉街，是同盟会元老，没有人敢动他分毫。他家中放着许多父亲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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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用的衣服、帽子、胡须等物，真是应有尽有。广州起义失败后，父亲由继母掩护到杨琛如

家住了几天，待风声没那么紧才化装由继母陪伴去香港。

就我所知，父亲的交通联络站有下列多处：麦栏街、海味街 4 号、榨粉街、曾伟家、高

第街和文德北路荣庐。

麦栏街联络站聚集的人比较多，邓中夏、王平民、陈志远与李少棠在这里活动。杨殷化

名“李荣”租来房子。这里陈设简单，只有几把藤椅和两张桌子。

父亲精神伴我前行

被捕之后，父亲仍不忘革命，在狱中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士兵和狱卒做大量的宣传工作，

最终感动了他们，为父亲传出了给我的绝笔书。他们后来还为父亲、彭湃、颜昌颐、邢士贞

建了一个合葬的墓。墓上竖了块碑石，上写“龚四君之墓”。

父亲牺牲后，我很久都没有收到他的信，想念他的时候，我就拿出他最后给我的信看，

反复地看，信的内容是勉励我努力学习的，他说：“学习得来的学问，是自己的东西，家财

是身外物，只有文化科学知识，是自己永远拥有的，你要记住。金钱是身外物”。

父亲牺牲的消息是陈凤源兄弟通过广州泰安栈送来的。过了几个月，二叔、二婶、姑丈

才慢慢向我透风，使我有思想准备，然后才告诉我。我听了二叔婶和姑丈讲述父亲的狱中斗

争和革命到底的精神，抹干了眼泪，为父亲献身革命而挺起了胸膛。

我在 2007 年以 94 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三女儿崔燕薇分两步走，先加入农工

民主党，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。父亲为国为民、不畏牺牲的精神品质，已经铭刻在我的心里。

我不仅要以此教育我的下一代，还要向社会广泛宣传！

（本文根据 2012 年 7 月 2 日采访记录及相关资料综合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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